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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私有運具數量逐年增加，在有限的道路容量以及社會資源下，已導致許多問題，

其中以違規停車問題最容易招致民怨，其不僅占用道路空間，影響車流及行人通行，也

對交通秩序及道路安全造成負面影響。為因應違規停車所造成的負面問題，在考量執法

人力有限以及民眾取巧違規的狀況下，我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明訂民眾可透過適當

管道檢舉交通違規，彌補執法機關取締量能不足，並期望透過政府與民眾協力合作，提

升違規取締之即時性，並嚇阻民眾潛在違規行為，促使其遵守交通規範。然而，檢舉違

規停車政策自實施以來，儘管歷經多次修法與制度調整，但在制度設計、配套措施及其

社會影響等方面，仍引發不同觀點與討論。是以，本研究以建構合適之檢舉違規停車政

策為總目標，透過文獻分析法歸納相關理論與研究之核心評估觀點，據以建構政策正當

性、政策效益性及政策社會性等 3 項次目標進行探討，後續採用層級分析法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並設計專家問卷，邀請政府部門、學術機構與民間團體等不

同領域之專家學者，針對研究架構中各層級要素進行權重評估，以釐清各要素在整體政

策運作中的相對重要性。研究結果顯示，專家認為在建構合適之檢舉違規停車政策時，

最應優先考量政策正當性，其次為政策社會性，最後為政策效益性。亦即若要提升檢舉

違規停車政策之穩定性，應先以制度正當性作為基礎，讓民眾瞭解該項政策並非鼓勵相

互檢舉或增加罰鍰收入，而是為改善道路秩序、維護交通安全及保障用路人權益的合理

機制。 

關鍵詞：民眾檢舉、違規停車、公共政策、層級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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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十年來，國人汽機車持有數量與使用率持續增加。依內政部警政署統計，

我國機動車輛登記數由 102 年 21,562,645 輛增加至 111 年 22,844,046 輛，成長幅度

達 5.94%；另依交通部調查 111 年民眾外出旅次使用的各類運具中，機車及自用小

客車等私有運具市占率約七成，顯示我國交通型態高度仰賴私有運具。然而，在

有限的道路容量下，若交通量持續增加，勢必衍生許多社會問題。其中交通違規

是最常見且直接影響道路秩序的問題之一。 

為因應執法量能有限及交通違規頻繁等問題，政府便開放民眾檢舉交通違規，

讓一般民眾成為重要輔助機制。此制度雖可彌補警察執法資源不足，並透過提高

違規被發現之可能性發揮嚇阻效果，惟隨著檢舉案件日益增加，開始出現浮濫檢

舉或報復式檢舉等爭議，使社會大眾對制度產生疑慮。因此，政府陸續針對檢舉

時效、實名制及檢舉項目等規範進行調整，試圖在政策效能與社會接受度之間取

得平衡。而警察機關受理民眾檢舉交通違規案件由 105 年 153 萬餘件增加至 112

年 869 萬餘件，暴增近六倍。然而，檢舉案件增加並未直接反映在交通事故減少

上。依交通部統計資料顯示，我國交通事故總件數由 105 年 30 萬 5 千餘件增加至

112 年 40 萬 2 千餘件。進一步觀察肇因資料，因違規停車所造成之事故件數，占

同期所有交通事故總件數不到 0.3%，其死傷人數占比亦未達整體交通事故死傷人

數之 0.024%，此一落差與民眾檢舉案件類型有密切關聯。根據民國 110 年立法院

公報第 110 卷第 81 期委員會紀錄，民眾檢舉案件中約四成為動態違規，另約六成

屬靜態違規停車。由此可知，民眾檢舉雖大幅增加，但多集中於違規停車等靜態

違規；而交通事故肇因往往與未注意車前狀況、未保持安全距離或未依規定讓車

等動態行為有關。因此，若僅大量檢舉違規停車，對整體事故件數與傷亡規模之

降低效果可能相對有限。惟違規停車雖不是交通事故之主要肇因，但對於道路通

行效率與民眾日常生活卻造成影響。違規停車會占用道路容量，縮減車輛通行空

間，降低車流效率，並可能形成局部瓶頸與壅塞延滯。而當車輛被迫改道或變換

車道以繞過違停車輛時，也可能增加行車潛在風險。另外，魏健宏與黃文儀 (2026) 

的研究指出，外籍人士多數認為違規停車是臺灣駕駛最常出現的危險行為之一。

這顯示違規停車問題不僅是單純的交通違規，更涉及交通效率與公共安全等多重

層面。 

而檢舉違規停車政策之爭議性是來自於不同利害關係人往往各自強調其所關

注的面向，使政策討論陷入價值對立或立場衝突，而難以形成共識。綜上所述，

檢舉違規停車政策已成為我國交通管理的重要工具之一，然此舉卻造成多元且分

歧的社會反應。因此，本研究將以建構合適之檢舉違規停車政策為主軸，從整體

決策結構的角度出發，系統性比較相關要素，以釐清影響政策運作與優化方向。 

二、文獻回顧 

2.1 理論基礎 

Pierre & Peters (2000) 以治理理論 (Governance Theory) 闡述，政府在現代治

理中雖仍扮演核心角色，但其正當性與效能愈來愈依賴與公民及社會團體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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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治理不再侷限於單一權力中心的運作，而是轉變成跨部門協作與多元主體

共同參與形成的互動機制。 

Scott (2014) 則主張制度的合法性建立於強制性  (Regulative) 、規範性 

(Normative) 及認知性 (Cultural-cognitive) 等 3 大支柱上。其中，強制性強調法律、

政策與正式規則所帶來的約束力，組織或個人必須遵守這些規範，否則將面臨法

律制裁或懲處，其核心價值在於「獎懲機制」，透過強制執行來維持制度秩序。而

規範性關注的是「社會應然」，包含價值觀、專業標準與社會期望等，它不僅規範

行為，也賦予行為「適當」或「正當」的意義，組織若偏離社會價值期待，將面

臨正當性流失的風險。最後，認知性指的是社會成員廣泛接受並視為自然存在的

信念與文化框架，這些框架深植於人們日常行為中，使某些行為逐漸內化為理所

當然，在這樣的脈絡下，合法性即源自於社會大眾的共同理解與內化認知。也因

此組織若要維持正當性，必須符合上述的外部制度壓力，若未能有效回應，將可

能喪失正當性與社會支持。 

North (1990) 從制度經濟學的觀點出發，他認為制度是「人為設計的限制 

(Humanly Devised Constraints) 」，源自人類設計出來的規則，其目的在於規範人們

的互動，讓行為更可預測，並降低交易或互動中的風險與成本，他進一步將制度

區分為正式規範 (Formal Rules) 與非正式規範 (Informal Constraints) 。正式規範

包括憲法、法律、行政規則等，具備明確的規則性與強制性，而非正式規範則是

涵蓋社會習俗、傳統、道德規範與文化價值，雖其影響方式往往較為隱性，但卻

深遠地影響人類行為。North 強調制度的有效性取決於正式與非正式規範之間的互

動與平衡，若兩者之間出現失衡或脫節的情況，制度便有可能會淪為形式而失效。

換言之，政府的執法雖然是依循法律與行政規則，但若缺乏社會支持與認同，制

度將可能會流於形式，甚至引起民眾的消極抵制，而難以真正落實效果，唯有正

式與非正式規範相互呼應配合時，制度的合法性與效能才能發揮真正作用。 

美國經濟學家 Becker (1968) 利用經濟分析模型，分析行為者在面對違法選擇

時會對可能收益與成本進行理性計算，而違法行為是否發生取決於違法行為所帶

來的預期利益與違法後承受成本之間的相對大小，成本主要包含被執法機關發現

並被處罰的機率及處罰的嚴重度。而當被抓到的機率與處罰成本越高時，合法行

為相較於違法行為具有更高的成本效益比時，個體更傾向於選擇遵守法律。 

2.2 檢舉制度之定位 

張堅忍 (2022) 從協力治理角度切入，認為民眾檢舉制度應被理解為政府與公

民共同維護交通秩序的合作機制，透過賦權給民眾參與交通秩序維護，除了補強

執法量能，亦能展現協力治理所強調之明確目標、互信互重、資源共享、責任共

擔及永續推動等特質。 

陳品樺 (2020)則指出，在科技發展與公民意識提升的背景下，民眾透過智慧

型手機或行車紀錄器等設備參與檢舉日益普遍。對政府機關而言，檢舉人已成為

外部監督力量；對用路人而言，則可能形成可見的監督氛圍。當事人雖無法確認

自己何時何地被他人注視，但可能產生「隨時處於被觀察中」的心理預期，進而

促使自我約束。因此，檢舉制度除具有嚇阻效果外，也可能透過心理壓力與規範

內化，降低僥倖違規傾向，提升遵守交通規則的意願。惟檢舉制度原本是以「警

民合作」為設計理念，期望民眾協助政府維護交通秩序。然而，在檢舉數量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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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下，有不少執法人員反映檢舉案件量的增加導致行政負擔越發沉重，如何

在有限人力下兼顧民眾檢舉權益與執法效率，成為制度推動的重要課題。 

2.3 檢舉制度之困境 

民眾檢舉制度雖具有補強執法量能與提升守法意識之功能，但相關研究亦指

出，其實務運作仍存在若干爭議。林聖章 (2020) 指出，民眾蒐證資料品質參差不

齊，且對於違規事實認定或舉發與否之構成要件，可能因不同單位、審核人員及

個案情境而產生裁量標準與認定基準差異。此一問題若未妥善處理，容易使民眾

產生同案不同標準的疑慮，進而影響制度公平性與信賴度。 

李瑞泰 (2021) 及張堅忍 (2022) 的研究均指出，民眾檢舉案件中有超過半數

集中於違規 (臨時) 停車或違規停車。然而，此類違規多屬靜態違規，具輕微、短

暫且未立即造成顯著危害等特性。若大量檢舉案件集中於此，可能使執法機關投

入大量行政資源處理相對輕微案件，導致資源分散或錯置，也可能會使檢舉政策

與其原本促進交通安全與秩序維護之目的產生落差。因此，相關研究主張應進一

步檢討民眾檢舉項目，並將行政資源優先配置於對交通安全與秩序危害較高的重

點違規項目。 

此外，檢舉制度亦涉及隱私與社會關係風險。林柏廷 (2024) 指出，民眾於蒐

證過程中，往往難以避免記錄到超出違規行為本身的個人資訊，例如駕駛或乘客

面容、車內非公開資訊、車輛行車軌跡及出入場所等。其進一步引用「馬賽克理

論」說明，即使單一資訊看似不具高度隱私性，但若長期且大量蒐集並加以拼湊，

仍可能描繪個人生活樣貌、社交關係或行為偏好，進而構成隱私侵害。Lior Volinz 

et al. (2025) 針對比利時布魯塞爾市 (Brussels) 使用的市政應用程式「FixMyStreet」

為研究對象，該應用程式允許市民透過行動裝置，以快速且簡單的方式，將都市

失序與滋擾事件直接回報給相關市政單位，同時個別市民也能針對一些輕微的違

法行為，如破壞公物、違規停車或非法棄置垃圾等，以匿名方式舉報他人。該研

究分析顯示，這些應用程式可能促成橫向監控，削弱信任、增加疏離，甚至以責

備取代助人意願。換言之，這類應用程式可能進一步削弱社會凝聚力，引發對立

或社會信任下降等負面效果。 

2.4 違規停車對交通效率之影響 

違規停車本身會對交通運作效率造成影響。Tsakalidis & Tsoleridis (2015) 以希

臘塞薩洛尼基市 (Thessaloniki) 為例，透過實地交通調查與道路使用分析發現，違

規停車會占用原本供車輛行駛之道路空間，使有效車道數減少，進而降低道路容

量。其研究顯示，道路容量受影響程度會因道路幾何條件而異。道路較寬時，容

量可能僅小幅下降約 5 至 10%，但在道路狹窄且住商混合使用的路段，容量下降

幅度可達約 75%。 

Morillo Carbonell & Campos Cacheda (2016) 透過交通微觀模擬分析不同違規

停車情境，發現在相同交通流量下，存在違規停車時的平均行程時間明顯高於無

違規停車情境，證明違規停車會增加行程時間並造成延遲。Masoud Kadkhodaei et al. 

(2022) 進一步指出，併排違規停車對都市旅次之影響並不僅限於違規地點，而會

透過路網產生擴散效應，影響相鄰道路，降低整體旅次效率。而 Morillo Carbon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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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14) 認為，違規停車並非單純秩序或執法問題，而是一種會降低道路運作

效率並產生外部成本的行為。違規停車所造成的延滯與效率損失，通常不會完全

由違規者自行承擔，而是轉嫁至其他用路人或整體交通環境。 

三、研究方法 

在評估民眾檢舉違規停車制度的過程，若單純使用單一指標衡量，容易忽略

政策決策中多項準則交互影響的複雜性。因此，本研究將採用層級分析法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其核心概念係將複雜且非結構化的決策問題進行系統化

與層級化，此方法不僅降低決策過程的認知負荷，也使決策結果更具透明性與可

信度。 

3.1 分析程序與步驟 

層級分析法係對層級結構中各要素進行成對比較，以系統化方式處理複雜的

多準則決策問題。其基本作法為先建立成對比較矩陣，藉由決策者或專家的主觀

判斷，評估各要素在同一層級下的相對重要性，再透過數學運算求得該矩陣之特

徵向量 (Eigenvector) ，以此作為該層級中各要素之優先程度或權重 (Priority) ，

後續求出矩陣之特徵值 (Eigenvalue) ，並以最大特徵值作為檢驗成對比較矩陣一

致性的重要依據。若一致性檢驗結果在可容許之偏誤內，代表由特徵向量所推導

的優先權重具有信度，可作為後續決策分析與方案評選之依據。層級分析法在多

準則的決策領域中，是一種簡單而實用的方法，其操作流程可分為 6 個步驟(如圖 1 

所示)，以下分述說明： 

1.確認問題 

在應用層級分析法分析之前，首要工作即為清楚界定研究問題。對於研究

應盡可能擴大問題的思考範圍，將所有可能影響決策結果的因素納入考量，並

明確界定問題之範疇與目標。 

2.建立層級結構 

在確認研究問題後，需進一步建構層級結構。其可依研究問題之性質或複

雜程度，彈性調整層次，各層級的建構並無固定的程序，惟各層級與上一層級

之間，應具有自然且合理的邏輯關聯。一般而言，層級最上層為整體決策目標，

以下各層之每層可包含多個要素。惟 Saaty 建議每一層級的要素不超過 7 個為

宜，以避免人類在思考與判斷過程中認知負荷過重，導致評比結果不一致的狀

況發生。 

 

3.問卷設計與資料蒐集 

層級分析法係依據層級結構設計，因此問卷內容係以某一層級的要素在上

一層級特定要素作為評估基準下，進行成對比較。該方法一般採用 Saaty (1980) 

所提出之 1 至 9 評比尺度進行成對比較，該尺度從「同等重要」至「絕對重要」，

共劃分 9 個等級，以量化填答者對各要素相對重要性的主觀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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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立成對比較矩陣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將各要素的成對比較結果依序填入成對比較矩陣中，俟

成對比較矩陣建構完成後，即可進一步推導各層級要素之相對權重，並求出成對

比較矩陣之特徵向量 (或稱優勢向量) 與最大特徵值，以作為後續一致性檢定的重

要依據。 

5.進行一致性的檢定 

一致性指標的設計，主要係協助決策者檢視其於評估過程中之合理程度，

藉以判斷是否存在過度不一致或邏輯矛盾之情形。以一致性比率 (Consistency 

Ratio, C.R.) 來檢定成對比較矩陣的一致性，最後的結果若能通過一致性檢定，

代表填答者的判斷前後一致，且具合理性。當 C.R. ≤ 0.1 時，表示矩陣的一致

性程度可被接受。然而實務上， C.R. ≤ 0.2 仍被視為在可容忍之範圍內 (Byun, 

2001) 。當各成對比較矩陣通過一致性檢定後，仍須進一步檢驗整體層級結構之

一致性。而整體層級的一致性比率 (Consistency Ratio of the Hierarchy, C.R.H.) 

即用來檢視整體層級結構一致性，當 C.R.H. ≤ 0.1 時，表示整體層級的一致性

程度可被接受。若整體層級結構之一致性未通過，則表示層級的關聯有問題或

存在不合理之處，必須重新檢視並進行要素與關聯性分析，以確保決策架構之

邏輯一致性與合理性。 

6.決策群體 

專家判斷均符合一致性的要求後，即可計算各層級要素的相對權重。另外

透過層級串聯進行整合，將下層要素之相對權重乘以上層要素之相對權重，求

得各要素相對於整體目標之整體權重。權重值越高，表示該項要素對總目標的

重要性越高，據此判斷各要素的優先順序。 

3.2 研究層級結構之建立 

本研究以「建構合適之檢舉違規停車政策」為整體總目標，並透過文獻分析

法整理相關理論與政策研究中反覆出現的核心評估觀點，雖然不同文獻的切入角

度各有不同，但其關注焦點可歸納為三個主要面向：其一為制度面向，著重於法

規設計、制度正當性及執行規範；其二為功能面向，關注政策工具之運作機制與

實際執行成效；其三為社會面向，涉及政策對社會互動關係與社會影響之層面。

因此，本研究以此建構「政策正當性」、「政策效益性」及「政策社會性」等 3 項

次目標，並進一步發展出具備可比較性與操作性的評估準則，每項次目標中包含 3

項評估準則，本研究共計 9 項評估準則(如圖 2 所示)，以下分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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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Saaty (1980)、鄧振源與曾國雄 (1989)、本研究整理。 

圖 1 層級分析法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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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2 本研究之層級架構圖 

1. A：政策正當性 

(1) A1 制度合理性與認可度：本評估準則旨在衡量民眾檢舉違規停車政策是否

符合其政策初衷之認知。政策能否獲得社會支持，除制度本身合法外，更取

決於民眾是否認同政策背後所蘊含的意義，當民眾將檢舉制度視為改善交通

秩序及保障用路人安全的手段時，較容易對政策形成正向態度；反之，若認

為該制度主要重於取締件數的增加或財政收入的擴充，則可能引發負面觀感。

當政策目標與民眾價值觀一致時，有助於提升政策之正當性與社會支持度。 

(2) A2 制度公平性與一致性：本評估準則聚焦於檢舉違規停車政策在實際執行

層面是否能公平對待所有用路人之認知。執行過程是否具備一致標準，避免

因執法人員裁量差異或檢舉案件處理方式不一，而有選擇性執法的疑慮。公

平且一致的執行有助於建立制度之可預期性，使民眾清楚理解違規行為與相

對應的後果，進而改變自身行為。 

(3) A3 制度防濫用措施：本評估準則著重於檢舉違規停車制度是否具備足夠的

防範機制，以防止惡意檢舉、制度遭濫用或危害隱私等情形。當民眾預期制

度可能成為報復或情緒宣洩等工具，甚至涉及個人隱私遭不當蒐集或揭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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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影響其對政策正當性與合理性的評價；反之，若制度設計能有效過濾不實

檢舉及隱私保護措施，則有助於降低民眾對制度負面影響的疑慮。 

2. B：政策效益性 

(1) B1 改善交通順暢之成效：本評估準則旨在衡量檢舉違規停車制度是否有助

於提升整體交通秩序，其內涵包括違規停車行為之減少、道路通行順暢度之

改善。若違規停車情形普遍，容易造成車道受阻、交通動線混亂，進而降低

整體通行效率並影響用路公平性。透過引入民眾檢舉機制，使違規停車行為

更容易被即時發現與處理，進而強化用路人對交通規則之遵循意識。 

(2) B2 交通事故發生風險之影響：本評估準則著重檢舉違規停車制度是否有助

於降低交通事故發生之潛在風險，並提升用路人的整體安全感。違規停車因

占用道路，經常導致用路人視線遭到遮蔽或被迫使改變原有行進動線，而增

加事故發生的可能性，尤其在學校周邊及狹窄巷道等高風險場域。 

(3) B3 執法人力負擔之影響：本評估準則聚焦檢舉違規停車制度是否有助於減

輕執法人力之負擔。傳統交通執法主要依賴執法人員現場逐一取締，若是在

人口密集或違停熱點區域，執法機關往往需投入大量人力與時間來處理違停

案件，導致無法兼顧治安維護或其他任務。因此，透過民眾檢舉違規制度，

減輕執法人力負擔，讓有限資源能更集中於重大勤務或緊急事件處理。 

3. C：政策社會性 

(1) C1 行為改變與守法意願：本評估準則用以衡量檢舉違規停車政策是否讓社

會大眾產生實際的行為改變，使其提升守法之意願，即因考量檢舉制度的存

在，而在停車決策過程中展現較高的自我約束意識，例如更加留意停車位置

是否合法，避免短暫違規停車行為，同時遵守相關停車規定。 

(2) C2 形成社會共識：本評估準則聚焦在檢舉違規停車政策是否有助於形塑社

會大眾對停車行為規範的共識。若多數民眾能普遍認同檢舉制度所欲傳達之

規範意涵，則有助於促進社會對停車行為標準的共識形成，進而降低規範爭

議與衝突。 

(3) C3 心理與社會壓力：本評估準則關注檢舉制度是否對人際關係或互動產生

負面影響。在實務上，檢舉行為可能被視為破壞鄰里和諧或社區信任的行為，

進而造成社會緊張感或人際衝突。制度對人際關係的影響可能反映在民眾日

常生活中社會互動模式的轉變，即便民眾認同政策的治理目標與公共利益，

但若感受到政策可能加劇鄰里對立或增加社交壓力，其對政策的支持度仍可

能下降。 

3.3 專家問卷發放對象 

本研究透過發放專家問卷，蒐集相關領域專家學者之專業意見，其填答結果

作為後續決策分析與方案評選之依據。而在專家樣本選取上，本研究採用立意抽

樣 (Purposive Sampling) 進行受訪者篩選。該抽樣方法屬於非機率抽樣方法之一，

係研究者依據研究目的與自身判斷，從整體族群中挑選具研究價值且能充分回應

研究議題的對象。鄧振源 (2002) 認為根據決策問題所涉及的領域及複雜的程度，

延聘相關領域的專家，以成立決策群體。一般而言，專家人數不宜太多，以 5 至

15 人較佳。因此，本研究發放專家問卷之對象預計從學術機構、交通單位、警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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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及民間團體中各選取 3 位專家，共邀請 12 位專家進行問卷填答。其選取對象

涵蓋政府部門、學術單位以及相關實務領域之專家學者，透過不同背景及觀點，

讓問卷結果更具多元代表性，除了確保評估結果能反映多元視角與實務現況，同

時也避免因單一立場而造成偏誤。 

四、研究結果與分析 

4.1 專家問卷 

本研究依循上揭專家挑選原則，篩選具有相關專業背景或實務經驗之對象，

作為預定邀請名單，並事先徵詢其填答意願。俟問卷定稿後，以電子郵件或通訊

軟體等方式寄送，最終取得 12 份符合一致性檢定標準之有效問卷。本研究問卷專

家涵蓋學術機構、交通單位、警政機關及民間團體等不同領域，其專業背景如表 1 

所示： 

表 1 受測對象說明表 

編號 服務領域 地區 職稱 執掌業務或專業領域 專業領域年資 

1 

學術機構 

北 教授 
學術研究 (運輸管理及交

通安全分析等) 
36 年 

2 北 教授 
學術研究 (交通工程及多

準則決策分析等) 
20 年 

3 中 副教授 
學術研究 (運輸規劃與管

理及智慧型運輸系統等) 
23 年 

4 

交通單位 

北 科長 
道路交通管理之規劃、督

導與法規訂修及解釋擬議 
18 年 

5 北 課長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陳

述及行政訴訟 
10 年 

6 南 股長 
違反交通管理事件處理之

裁罰 
15 年 

7 

警政機關 

北 警務正 交通警察執法之督導 12 年 

8 北 副大隊長 襄理交通警察相關業務 25 年 

9 南 組長 
交通執法、民眾檢舉案件

及辦理民眾申訴案件 
16 年 

10 

民間團體 

中 理事長 
駕訓考照 (術科駕駛訓練

及交通法規講師) 
10 年 

11 北 總經理 

交通工程技師 (交通影響

評估及整體性道路交通管

理方案之規劃等) 

25 年 

12 南 律師 執業律師 18 年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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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一致性檢定 

4.2.1 各層級一致性檢定 

本研究問卷內容涵蓋次目標與評估準則等 2 個層級，共計 4 組成對比較矩陣。

在回收專家問卷後，須進行一致性檢定，以檢視各專家之填答邏輯具有一致性，

並作為判定該問卷是否具備有效性。本研究依循第 3.1 節之一致性比率 (C.R.) 檢

定方式進行判斷，並以 C.R. ≤ 0.2 為標準。最終，12 份專家問卷共計 48 組成對比

較矩陣之 C.R. 值皆在標準值內，均為有效問卷。 

4.2.2 整體層級一致性檢定 

除了進行各層級的一致性檢驗外，亦須對整體層級結構進行一致性檢定，以

評估整體層級結構的合理性。本研究依循第 3.1 節之整體層級一致性比率 (C.R.H.) 

檢定方式進行判斷，並以 C.R.H.≤ 0.1 為標準。最終，12 份專家問卷之 C.R.H. 值

皆在標準值內，表示整體層級結構判斷具有一致性。 

4.3 整體專家問卷權重分析 

本研究採用多位專家評估結果進行分析，為整合不同專家的判斷結果，採用

幾何平均法 (Geometric Mean ) 整合各專家之成對比較矩陣，以建構群體判斷矩陣。

據相關研究指出，此方法能維持成對比較矩陣之互反性 (Reciprocity) 與比例尺度 

(Ratio Scale) 的特性，使整體判斷結果仍符合層級分析法  (AHP) 之理論基礎 

(Saaty , 2008) 。 

4.3.1 次目標分析 

經相對權重正規化後，「A：政策正當性」之權重為 42.35%，排序第 1；其次

為「C：政策社會性」，權重占 30.81%；「B：政策效益性」則為 26.84%，排序第 3。

由此可知，政策正當性之權重明顯高於其他兩項次目標，顯示專家在評估政策的

過程中，並非僅著重交通管理成效或違規取締效率，而是優先考量制度本身是否

具備合理性、公平性及可被信任之基礎。換言之，檢舉違規停車政策作為一項結

合民眾參與、行政審查與裁罰程序，其制度設計應先讓民眾理解政策目的，並降

低執行過程中可能產生的爭議與阻力。其次，政策社會性排序第 2，顯示專家亦重

視檢舉制度對駕駛人守法意願及社會互動關係所產生的影響。檢舉制度可透過外

部監督提高違規停車被發現的可能性，改變駕駛人對違規成本的判斷，促使其調

整停車行為並提升守法意願。另外，政策效益性之權重雖然最低，但並不代表交

通順暢、事故風險降低及執法人力負擔等因素不重要，而是專家認為，此類效益

仍須建立在制度正當性及社會影響性之上。若忽略制度初衷與社會影響，可能擴

大政策爭議，削弱政策長期推動的穩定性。因此，政策效益性較適合作為政策執

行後的績效衡量指標，而不宜成為政策評估中優先於制度正當性與社會影響之主

要目標。 

整體而言，本研究呈現「政策正當性優先，政策社會性與政策效益性次之，

且兩者差距不大」之結果。此結果說明，專家對檢舉違規停車政策的判斷，並非

僅從取締成效或交通改善效果出發，而是以政策正當性作為制度推動的基礎，再

兼顧行為導正、社會互動及交通治理成效，以提升政策整體推動的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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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評估準則分析 

1.「A：政策正當性」項下之評估準則 

經相對權重正規化後，「A1：制度合理性與認可度」之權重為 42.5%，排序第

1；「A2：制度公平性與一致性」占 34.85%，排序第 2；「A3：制度防濫用措施」

則為 22.65%，排序第 3。此結果顯示，在政策正當性中，專家最重視制度設計是

否合理，以及能否獲得民眾理解與認可。其次，制度執行是否具備公平性與一致

性亦相當重要，若執行標準不一或產生差別對待，可能降低民眾對制度的信任。

制度防濫用措施雖排序較後，但在防止惡意檢舉或保障隱私方面，仍具有重要功

能。整體而言，政策正當性應以制度合理性與社會認可為核心，並搭配公平一致

的執行標準及適當的防濫用機制，以提升檢舉違規停車政策的接受度。 

2.「B：政策效益性」項下之評估準則 

經相對權重正規化後，「B1：改善交通順暢之成效」的權重為 48.31%，排序

第 1；其次是「B2：交通事故發生風險之影響」占 37.32%；最後則是「B3：執法

人力負擔之影響」占 14.37%。此結果顯示，專家在評估檢舉違規停車政策之效益

時，最重視政策能否直接改善道路通行狀況。由於違規停車會占用道路空間、阻

礙車流，並造成交通延滯，因此，若檢舉制度能有效減少違規停車，將有助於提

升道路使用效率。交通事故發生風險之影響排序第 2，顯示專家亦關注違規停車對

交通安全造成的潛在風險，例如遮蔽駕駛人視線或迫使其他車輛變換車道。而執

法人力負擔之影響雖排序最後，但並非不具重要性，而是相較之下，專家認為檢

舉違規停車政策的主要效益，仍應著重於交通秩序與道路公共利益的改善。因此，

執法人力負擔並非政策效益性評估中最優先的核心指標。 

3.「C：政策社會性」項下之評估準則 

經分析將相對權重正規化後求得，排序第 1 是「C1：行為改變與守法意願」

占 47.63%。第 2 為「C2：形成社會共識」占 36.3%。第 3 是「C3：心理與社會壓

力」占 16.07%。此結果顯示，專家在評估檢舉違規停車政策之影響時，最重視政

策能否改變民眾的違規停車行為並提升守法意願。藉由檢舉制度提高違規行為被

發現的可能性，讓駕駛人重新衡量違規風險與成本，進而調整停車行為。排序第 2

名為形成社會共識，顯示專家亦重視檢舉制度對公共規範意識形成的影響。當社

會大眾逐漸認知違規停車對交通秩序與道路安全造成的負面影響，將有助於凝聚

社會大眾對於停車行為規範共識。心理與社會壓力雖是政策執行過程中需要關注

的因素，但相較於行為改變與社會共識，其重要性較低，因此排序第 3。整體而言，

專家對政策社會性的判斷，主要著重於檢舉制度能否促進正向行為改變及公共認

同，而非以心理與社會壓力作為主要評估核心。 

4.3.3 整體權重分析 

在層級分析法中，各要素之相對權重僅反映其相對於上一層級的局部重要性，

無法直接呈現對整體研究目標之影響程度。因此須透過層級串聯，將各準則之相

對權重乘以上層要素之相對權重，以求得各準則相對於總目標之整體權重，並據

以分析其重要性及優先順序。由表 2 可知，整體權重排名前 4 名之評估準則分別

為「A1：制度合理性與認可度」、「A2：制度公平性與一致性」、「C1：行為改變與

守法意願」以及「B1：改善交通順暢之成效」，主要集中在「A：政策正當性」，可

以看出專家對於此次目標之相關評估準則較為重視，顯見專家認為欲建構合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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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違規停車政策時，制度正當性應作為政策設計與推動之重要基礎，讓政策不

僅具有交通治理功能，更能獲得民眾對其合理性、公平性及執行方式之認同。 

表 2 整體權重及排序一覽表 

次目標 
相對 

權重 
排序 評估準則 

準則 

權重 

整體 

權重 

整體 

排序 

A：政策

正當性 
0.4235 1 

A1：制度合理性與認可度 0.4250 0.1800 1 

A2：制度公平性與一致性 0.3485 0.1476 2 

A3：制度防濫用措施 0.2265 0.0959 7 

B：政策

效益性 
0.2684 3 

B1：改善交通順暢之成效 0.4831 0.1296 4 

B2：交通事故發生風險之影響 0.3732 0.1002 6 

B3：執法人力負擔之影響 0.1437 0.0386 9 

C：政策

社會性 
0.3081 2 

C1：行為改變與守法意願 0.4763 0.1468 3 

C2：形成社會共識 0.3630 0.1118 5 

C3：心理與社會壓力 0.1607 0.0495 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4 各領域專家群之決策差異分析 

為了解不同專業背景專家對建構合適之檢舉違規停車政策的關注重點，在完

成整體權重分析後，進一步依學術機構、交通單位、警政機關及民間團體等背景

進行分群比較。各領域專家因專業經驗、實務工作及觀察角度不同，對各要素的

重視程度可能有所差異。分析時，先依專家背景分組，再以幾何平均法分別整合

各群組之成對比較矩陣，形成各領域之群體判斷矩陣，並計算各次目標的相對權

重。藉此避免僅以整體專家權重作為單一判斷結果，而忽略不同專業背景之間可

能存在的觀點差異。由圖 3 可知，各領域專家對 3 項次目標的重視程度並不完全

一致，以下分述說明： 

1.學術機構 

學術群專家給予「A：政策正當性」之權重最高，占 59.4%，明顯高於「C：

政策社會性」的 27.69%及「B：政策效益性」的 12.91%。此結果顯示，學術群

專家在評估合適之檢舉違規停車政策時，最重視制度本身是否具有合理性與規

範基礎。對他們而言，檢舉違停制度不應僅被視為取締違規的工具，而是涉及

政府治理及民眾參與等問題。因此，若制度設計不夠周延，即使短期內能增加

違規取締件數，仍可能因正當性不足、標準不一或濫用疑慮而降低政策信任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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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3 各領域專家群之次目標相對權重比較圖 

2.交通單位 

交通群專家對 3 項次目標的權重排序結果為「A：政策正當性」占 54.81%，

為最高；第 2 名「B：政策效益性」占 31.14%；排序最後則是「C：政策社會性」，

僅占 14.05%。此結果顯示，交通群專家同樣重視檢舉政策的制度合理性，但相

較於學術群專家，他們次要關注的是政策對交通秩序與管理成效的實際影響。

對交通群專家而言，檢舉違規停車政策除了必須具備合理性與公平性外，也需

考量實際違規停車所造成的道路阻礙、車流干擾及交通安全問題，也因此政策

效益性在交通專家群中具有相對較高的重要性。 

3.警政單位 

警政群專家的排序為「A：政策正當性」占 40.13%、「C：政策社會性」占

34.64%、「B：政策效益性」占 25.23%。對警政群專家而言，檢舉違規停車政策

不僅是取締交通違規問題，也涉案件是否容易產生爭議或民眾是否接受裁罰結

果等問題。因此，警政群專家雖仍將政策正當性排序列最高，但與政策社會性

差距不大，顯示警政實務上相當重視政策推動後可能產生的社會反應，若制度

說明不足或是缺乏一致性的標準，警政機關往往成為承受民怨與爭議的第一線。 

4.民間團體 

民間群專家之相對權重排序結果為「C：政策社會性」最高，占 46.9%；其

次為「B：政策效益性」占 35.84%；「A：政策正當性」的 17.26%則為最後。此

結果與其他 3 類專家群明顯不同，顯示民間群專家對於檢舉違規停車政策的評

估，較偏向從實際生活經驗與社會感受出發，他們較重視政策社會性，可能是

因為一般民眾在日常生活中最直接感受到的，並非制度設計本身，而是政策推

動後所帶來的實際影響。 

A：政策正當性 B：政策效益性 C：政策社會性

學術機構 0.594 0.1291 0.2769

交通單位 0.5481 0.3114 0.1405

警政機關 0.4013 0.2523 0.3464

民間團體 0.1726 0.3584 0.46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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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專家認為在建構合適之檢舉違規停車政策時，應優先考量為「A：政策正當性」，

其次為「C：政策社會性」，最後為「B：政策效益性」。代表專家在評估政策設計

時，並非單純以執行成效作為主要判斷依據，而是更重視制度本身是否具有合理

基礎以及執行過程是否符合公平與一致性原則等。換言之，檢舉違規停車政策若

要穩定推動，應先以制度正當性作為基礎，讓民眾瞭解該項政策並非鼓勵相互檢

舉或增加罰鍰收入，而是為改善道路秩序、維護交通安全及保障多數用路人權益。 

在整體評估準則排序方面，專家較優先重視的項目依序為「A1：制度合理性

與認可度」、「A2：制度公平性與一致性」、「C1：行為改變與守法意願」及「B1：

改善交通順暢之成效」。其中，「A1：制度合理性與認可度」與「A2：制度公平性

與一致性」為前 2 名，顯示制度是否具備明確目的與一致標準，是影響檢舉違規

停車政策能否取得民眾信任的重要基礎。若制度目的不明或審查標準不一，即使

政策具有效益，仍可能引發爭議並削弱支持。「C1：行為改變與守法意願」排名第

3，反映專家亦重視政策對駕駛人停車行為的長期影響，亦即檢舉制度不應僅作為

事後裁罰工具，更應透過穩定且可預期的執法，降低駕駛人僥倖心理並提升其守

法意願。「B1：改善交通順暢之成效」排名第 4，則代表專家仍重視政策改善道路

通行效率之實際成效，尤其是經常性違停熱點，檢舉制度可協助反映問題並作為

交通管理之參考或依據。整體而言，本研究結果顯示，影響檢舉違規停車政策之

關鍵因素，係以制度正當性為核心，兼顧社會影響與實質治理成效之綜合考量。 

5.2 建議 

1.結合交通管理配套措施：檢舉違規停車政策雖可透過裁罰等較消極的方式回應違

停問題，但若要強化制度的合理性及認同度，仍應配合交通工程改善或停車空

間規劃等措施，讓檢舉制度成為交通管理中的一環，而非唯一的治理手段。 

2.建立一致性標準：相關主管機關應建立明確一致的審查標準，讓檢舉人、被檢舉

人、執法及審查機關共同遵循。另外，交通、警政及監理等機關應定期辦理跨

單位聯繫會議，研議相關爭議案件，統一各地違規認定與實務見解。 

3.建立回訓制度：主管機關可建立民眾定期回訓或再教育機制，避免取得駕照後與

最新交通規範脫節；另對一定期間內反覆違停或多次遭檢舉成立者，應強制參

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使其認識違規行為的社會成本，降低其再犯機會。 

4.公開政策成果：主管機關可建立政策回饋或成果公開等機制，定期公布檢舉違規

停車政策執行後改善情形，使政策成效能以較具體且透明的方式呈現給社會大

眾。透過政策成果定期回饋，有助於凝聚社會大眾對於停車行為規範共識。 

5.強化蒐證規範與爭議案件管理：主管機關應明確規範檢舉影像蒐證範圍，限證明

違規事實所需，並加強個資保護；另應定期分析案件來源，針對爭議集中地區，

透過現地會勘或協調溝通等方式釐清成因，避免制度遭濫用並降低民眾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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